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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的创新范式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历程，伴随其中的同样有其作为科研平台的共享机制的逐渐丰富和完善的过程。本文试图以开放式创新的视角详细分析美国国家实验室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的四种主要共享机制，厘清其发展脉络，从而为我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提供理论和现实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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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World War II, the innovation paradigm of the large-scale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Labora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closed innovation” to “open innovation”. Such transition has also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gradual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sharing mechanism as, mostly been called, user facilities. From an open-innova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full analysis of the four main sharing mechanisms of the user facilities in U.S.’s national laboratories, and clarify their development context, thu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exploration on building China's own national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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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获得的广泛成功被认为是自由市场运作的典型范例[1]，但该理念的发展过程并非单一不变的，特别是在1980年代美国经济疲软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感受到了国家竞争力的日益下降，并在各方面遭遇到了制度主义视角中的系统失灵情况，国家创新体系面临结构性变革的挑战。在80年代初，美国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以政府适度干预来应对技术系统外部性的市场失灵问题——后来被称之为“合作技术范式”[2]。其核心在于鼓励工业界、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传统以政府主导为核心的中心化的政产学研关系不同，这种范式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去中心化、网络化、开放的合作态势，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3]。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公有领域创新的主要动力和来源之一[4,5]，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发展同样经历了开放化、网络化的对外合作趋势[6]。国家实验室的科研创新也与传统的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7]类似，包含了从研发到市场化的一系列过程中的开放行为[8]。具体地，国家实验室的开放式科研创新行为表现为国家实验室充分利用外部资源进行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的市场化的过程。而大型科研基础设施作为国家实验室最主要的开放共享平台，其共享机制充分体现了美国国家实验室在其发展历程中的特有属性，因而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2 国家实验室科研基础设施的创新范式演化
大型、独有的科研基础设施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标志和名片，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科研机构的关键。例如先进光子源之于阿贡国家实验室，国家点火装置之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国家实验室组建的核心和基石，是国家实验室存在的意义[image: ]之一。
图 1 国家实验室科研基础设施的创新范式演化脉络
自从诞生以来，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在结构和功能上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同样也带来了其核心科研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程度的变化。在曼哈顿计划的初期，这些科研基础设施运行的首要任务在于服务美国核武器研制，也因此成为了国家实验室的雏形[9]。出于严格保密的目的，这一阶段是典型的封闭式创新模式。尽管初期的人员和设施都依赖于所附属的大学和联邦机构，但其科研创新是与外界严格分离的。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来临，国家实验室围绕着这些重要基础设施开始慢慢成型。在这一阶段，国家实验室科研创新的目的依然是为了保持美国在核武器研制领域的领先地位，但同时也开始逐渐出现和学校、其他联邦机构乃至工业界的合作，这种合作主要集中于科研上的交流，而在技术市场化方面则鲜有明显成果（以少量的企业孵化为主）[10]。因此，实验室科研基础设施在这一阶段更多的是实行“有限开放的”共享机制。
更进一步的转变出现在70年代末越战结束以后，当时国内弥漫的反战情绪使得公众对于每年大规模的核武器研发财政投入的态度变得保守，国家实验室经费出现明显下跌[5]，同时国内开始出现质疑国家实验室的存在意义的声音。而在紧随着的里根政府时期，内外环境的压力使得国家实验室在当时迫切地需要将其科技优势转化到实验室外部、造福公众，最终进一步提升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力[11]。从共和党政府的角度看，他们也乐于见到国家实验室所累积的科研创新能量能够被释放出来，从而更好地刺激自由市场运作。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适度干预国家实验室的运作方向。其中，1980年颁布的Bayh-Dole法案明确了大学、国家实验室等非营利组织可以保留对任何和联邦机构合作产生的专利的权利，原则上对国家实验室的开放共享进行“松绑”。同年，Stevenson-Wydler 技术转移法案则要求联邦政府和国家实验室应把技术转移作为一项“本职工作”来对待，规定了国家实验室在商业化内部技术和知识上的义务。而具体的实施方案则是在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FTTA）中被规划，该法案提出了国家实验室与外界的开放合作可以通过合作研发协议（CRADA）的形式开展。从此，国家实验室及其下属的大型科研基础设施能够以越来越多的渠道和机制连同外界资源进行开放的科研创新。
最后，冷战的结束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最终使得美国国家实验室能够彻底地从核武器研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相对于初期合作研发过程的创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国家实验室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开始尝试更亲和市场、更多元主体的开放共享模式，表现出网络化的开放式创新趋势。其关注的重点不再仅仅是技术转移，而是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其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市场化中。作为这篇文章的核心目的之一，我们将遵从上述开放式创新发展脉络，分析美国国家实验室在利用其大型科研基础设施进行开放共享的详细机制。
3 国家实验室科研基础设施的共享机制
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在美国国家实验室通常以开放共享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称之为“用户设施”（User Facility）。实验室通常会将自己独有的、具有重大前沿科研意义的关键仪器和装备按照功能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供实验室内部或外部人员使用。从一方面看，用户设施是国家实验室履行技术转移责任的主要平台，可以通过人员流动和合作创新不断的和外界进行技术和知识上的流通。另一方面，用户设施的使用也使得国家实验室能够在财政支持上得到更多形式和数量上的补偿。
从总体人数上来看，仅2015年，使用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下属的27个用户设施的科研人员一共就有超过32 000名，其中将近一半左右的用户设施人员来自美国各大高校，四分之一为实验室内部人员，五分之一来自国际上的1 312家科研机构，剩余部分为其他政府部门、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实验室创新呈现多主体化。在人员结构上，实验室的创新活动也不乏新鲜血液的加入，呈现出强大的活力。用户设施的使用人员中，学生和博士后人数的占比与教职和研究员大致相同，皆占50%左右[endnoteRef:2]。 [2:  数据来自于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s://science.energy.gov/user-facilities/），所有资料均为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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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根据开放的对象、性质乃至程度不同，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用户设施在实现与外界共享和合作上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总体而言，在涉及到具体用户设施的对外开放使用上，一共存在如下四种机制：合作研发协议（CRADA）、对外服务（WFO）、技术商业化协议（ACT）以及用户协议（UFA）。这四种机制在具体结构上表现为经费投入、配套的人员设备和最终的成果产出分配上的差异，如图 2。
[bookmark: _Ref532237753]图 2 用户设施开放共享机制
3.1 合作研发协议
合作研发协议即CRADA为最早的联邦政府所属实验室实验室与非联邦机构之间的合作形式。早在1986年，为使联邦政府下属的一批公有科研机构与私有领域的合作得到更好的开展，且更具有可行性，美国政府在当年颁布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FTTA）中提出了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具体实施办法，并特别为国家实验室量身打造了CRADA合作机制。该机制以大型的、长期的合作为主，并细化到包括了立项、监管等各方面内容。在合作主体方面，CRADA协议所定义的非联邦机构包括学术届（高校）、企业、非盈利组织以及地方政府。但实际上由于门槛限制以及合作体量的要求等原因，实际愿意进行CRADA合作的伙伴多以大型机构和大型企业为主。以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为例，1978至2014年间共产生了1 891例CRADA协议，其中75%为私营企业，21%为高校，剩余少量为政府机构（约3%），研究也表明大型企业开展CRADA合作的意愿更高，收益也更多[12]。
值得一提的是，CRADA协议要求合作方提出的项目至少是和实验室本身的项目或发展规划是一致的，这进一步限制了实验室利用外部资源的渠道。尽管如此，从内容上看，CRADA协议的重点在于实验室和合作方都会同时提供相应的人员和经费支持，以用户设施为平台进行研发活动，同时成果产出也会按照协议进行分享。因此这种形式的共享相对于其他机制会更加紧密，资源的整合的力度也更大，对于知识、技术的交流会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3.2 对外服务
对外服务（WFO）是国家实验室充分利用其独有科研设施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的经济法案，表明联邦所属机构可以从其他联邦机构获得财产或服务。更为有意义的是1954年颁布的原子能法案，该法案允许了联邦机构可以为其他非联邦机构提供服务，因而可以被看作是WFO的雏形。
具体地，外部机构通过WFO有偿聘请实验室，让实验室利用自身独有的人员设备、用户设施平台和其他软件资源，代替其开展研究工作。这种形式的合作不受实验室及其隶属机构的直接资助，原则上是由外部机构提供所有的科研经费。但是必须获得实验室隶属机构的批准和监管。在这种合作形式下，用户设施的使用并没有外部人员的参与，仅有可能的（和实验室主要资助方不同的）资金流入和科研成果流出，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接触式”的、单向的（从成果、经费等要素的投入上看）共享机制。
具体地，WFO在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中以战略伙伴项目（SPP）的方式运行，包含了诸如政府机构间协议（IAG）、外来资助协议（FIA）以及技术服务协议（TSA）多种形式。在不同的WFO协议中，用户设施的共享形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在IAG协议中，设施的共享对象被限定为政府机构；FIA协议中的设施共享则表现为经费全由外部提供；TSA专注于小型项目，同样要求外部合作方提供全部经费，但仅限于设施提供的单纯的技术服务，而没有额外产出的要求。
最后，和CRADA类似的是：WFO同样要求对外提供的服务和工作内容同用户设施本身的任务保持一致，在最大程度发挥实验室科研基础设施的“余热”的条件下，充分实现现有资源的开放共享。这种要求一方面保证了实验室在科研探索上的一致性，从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一些相对较小的、灵活的外部主体参与到实验室的创新活动中来[6]。
3.3 技术商业化协议
技术商业化协议（ACT）是美国能源部近年来实行的一种新型的、更加灵活的、专注于技术转移的合作共享方式，目的在于降低企业合作门槛，弥补WFO和CRADA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需求的缺陷，这使得ACT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有着广阔的光谱（例如无力签订大型合作项目的中小型企业）。从实验室用户设施使用的角度上看，ACT在实行标准上更接近于工业界的要求，包括用户设施使用过程中的专利产出、知识产权保护、设备保障等方面的要求都尽力与企业先行实施标准一致。
ACT协议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合作形式更为开放，允许多个参与方加入到同一个研究项目中[13]（相比之下WFO和CRADA通常只包含实验室和外部机构两方），从而促使知识和技术更为有效率地在实验室和高校、企业、政府等各个主体间扩散和流动。
ACT协议目前采取试点先行（6年试运行期）、有序扩张的方式进行，在能源部下属的17家实验室中一共有7家参与了ACT的试点。在2017年，能源部又提出了FedACT的试运行方案，该方案将其他联邦机构也纳入到合作对象中来，使得用户设施的开放共享对象的到进一步扩展。
3.4 用户协议
用户协议（UFA）是使用国家实验室用户设施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也是最频繁的。通常，实验室下属的机构在科研活动中，为最大化利用自身独有设施，会选择将资源开放给外界的科研团队，使实验室能够更灵活地吸纳外界优质人才和知识。在实际操作上，用户协议采取竞争的方式鼓励全球的科研人员申请设施的使用权。相对于CRADA、WFO和ACT的商业化氛围，其基于用户的“申请-使用”模式更偏向于以科研为导向。在协议实效性方面，由于设施的使用通常是为了特定边界的科学研究，对应的用户协议的签订以短期（数星期至数月）为主。
根据不同的科研成果产出所有权的归属划分，用户协议分为私有用户协议和公有用户协议。私有用户协议类似于WFO，申请者同样负责全部的科研经费支出，目的在于利用实验室的独有的条件和资源来得到未来可能用于商业活动或其他私人专有的知识产权、材料等产出。不同之处在于WFO协议实际上相当于将科研任务“外包”给了实验室，而私有用户协议需要自己派出人员亲赴现场使用用户设施。公有用户协议则是实验室开展以拓展人类知识边界为目的的前沿科研创新的主要模式。在这种协议下，实验室致力于开展最广泛的、开放式的外部合作，其合作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实验室内部的科研人员，也主要包含了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的主要课题负责人和科研领军人物（PI）。在经费保障上，实验室和设施使用者双方会各自确保协议所关联的课题经费能够覆盖用户设施的使用开销。对应的，公有用户协议下产生的成果原则上需要对社会公开。特别的，对于协议下产生的专利、发明创造等，协议合同方（通常为实验室）、[image: ]用户及联邦政府皆有权利获得其所有权（具体分配受协议内容约束）。
[bookmark: _Ref532221887]图 3 国家高磁场实验室用户设施申请流程
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NSF）下属的国家高磁场实验室（NHMFL）为例：高磁场实验室由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SU）、佛罗里达大学（UF）、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ANL）组成的联合体通过与NSF的合作协议（Cooperative Agreement）运营的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平台，其下属共有7个用户设施，分别专注于磁场科学相关的不同领域的前沿科研任务。高磁场实验室内部和外部的所有科学家均可以通过其在线系统申请用户设施的使用时间，其具体流程如图 3所示。用户将科研申请提交以后，将由实验室内部的同行（一般为该用户设施的专职人员）加上外部委员（非上诉联合体机构的，且人数一般多于内部委员）至少7人进行内部审核。审核过程严格遵守回避原则，即审核委员中不能出现与申请者有利益相关的人员，例如师生关系、合作关系（2年内）、编辑关系（1年内）或其他可能导致公平性质疑的情况。待同行评议通过后，实验室主任负责最终的批准。在这过程中，若申请被驳回，用户可以申请上诉，上诉将由实验室主任、用户设施主管人员以及审核委员中的一员在对比同期其他申请的情况下重新审核。另外一个重要机制是：高磁场实验室在用户设施的使用上还设立了快速通道制度，即对于某些具有重大科研意义，且急需马上使用设施的，实验室主任有权单独批准，这种安排相对而言会有更高的用户设施使用优先级。
4 总结和建议
从最开的设立到如今形成庞大的体系，美国的国家试验室为美国社会经济活动与国防事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科研创新活力，成为美国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的主要支柱之一[14]。但是国家实验室的这种功能和角色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封闭”——“有限度开放”——“开放式创新”的创新范式渐变过程。同时各阶段时期的创新范式的具体表现，即实验室利用其大型科研基础设施进行开放共享的行为，也从最开始的有限几种机制逐步增加到后来的多种机制并存。本文对这种演化过程的剖析以及具体机制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国家实验室，从而对我国自身的国家实验室系统的讨论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当前我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正经历一个开放探索的时期，有关其体制机制的设想也越来越多地融入开放共享的理念。这种理念与美国在80年代经历的有关国家实验室运行的思维方式的转变相比，尽管目的不尽相同，但最后的效果将会殊途同归，因此在具体手段上我们能够充分加强借鉴。例如，我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可以考虑建立更加多样化的科研基础设施共享制度，以应对不同的外部环境，加大开放共享程度。此外，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际上的交流，并保证科研基础设施共享过程中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的公平性。最后，我们应给予实验室更多科研自主权，以提升共享机制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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